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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有机结合是破解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矛盾的重要前提,研究农

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可为城乡共治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研究构建了农村发展与城镇化耦合

发展理论框架,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县域尺度农村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特

征,并针对两者耦合协调程度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江苏省农村发展水平整体较高,空间格局大体上

呈现由苏南向苏北逐渐降低的趋势。(2)县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不均衡性较为明显。(3)绝大多数区县的

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呈协调状态,仅有丰县和雎宁县呈轻度失调状态。(4)农村发展和城镇化耦合程度可划分为双滞

后型、农村发展滞后型、城镇化滞后型和协调型4种类型,新时期应当因地制宜采取调控策略实现城乡协同治理。综

上,江苏省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整体较好,但需要继续加强农村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机制以及城

镇化对农村发展的拉动机制,构成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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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rganiccombinationofthetwonationalstrategiesofnewurbanizationandruralrevitalizationis
animportantprerequisiteforaddressingthemajorcontradictioninunbalancedandinadequatedevelopmentin
China.Studyingthedegre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betweenthelevelofruraldevelopmentandthelevel
ofurbanizationcanprovideascientificdecision-makingbasisforurban-ruralco-governance.Thetheoretical
frameworkforthecouplingdevelopmentofrural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wasconstructed.TakingJian-
gsuProvinceastheresearchobject,weanalyzed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couplingand



coordinationbetweenrural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atthecountylevelbymeansofacouplingmodelof
coordination,andputforwardcorrespondingcontrolstrategiesfor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degree
betweenrural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Theresultsshowthat:(1)theoveralllevelofruraldevelop-
mentinJiangsuProvinceisrelativelyhigh,andthespatialpatternisgenerallyshowsatrendofgradually
decreasingfromsouthtonorth;(2)thereisalargegapinthelevelofurbanizationbetweencounties,andthe
imbalanceisobvious;(3)exceptforFengxianCountyandSuiningCounty,whichareslightlyoutofbalance,

rural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inmostdistrictsandcountiesareinastateofcoordination;(4)the
degreeofcouplingbetweenrural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canbedividedintofourtypesincludingdoub-
le-lagtype(namelylaggingbothinrural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lagginginruraldevelopment,

lagginginurbanization,andcoordinationtype;inthenewera,adjustmentstrategiesshouldbeadopted
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toachievecoordinatedurban-ruralco-governance.Thelevelofcouplingcoordi-
nationbetweenrural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inJiangsuProvinceisgenerallygood,butitisnecessary
tocontinuetostrengthenthepromotionmechanismofruraldevelopmenttourbanizationandthepullingmechanism
ofurbanizationtoruraldevelopment,formingavirtuouscyclesystemthatpromotesandcomplementseachother.
Keywords:spatialpattern;regulationmechanism;ruraldevelopmentlevel;urbanizationlevel;JiangsuProvince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这一矛盾在城乡关系中则体现为城乡发展不平

衡[1]、城镇化发展重速度轻质量[2]、乡村病等[3]问题。
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城镇化率由17%提高到60%,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率高达14.6%。但同时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

城市为主的经济不对称发展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资本和土地向城市转移,乡村逐渐衰退[4-5]。为“三农

问题”,我国相继实施了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美
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一

系列乡村发展方略,着力弥补乡村发展短板。但是总

体上和城市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6]。
城市和乡村是组成区域系统的两大子系统,近年

来,人地关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转变引起乡村社

会、经济、空间结构的剧烈重构,城乡互动日益频繁,要
素配置活跃。在此背景下,将农村发展与城镇化作为整

体来考虑其耦合协调对于破解城乡二元壁垒、促进城乡

要素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城乡协调发展相关研究

开展较早且以理论探索为主,主要包括城乡关系、城乡

互动等方面[7-9],提出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

型[10]、Desakota模型[11]、区域网络理论[12-13]、核心—外围

理论[14]和“城乡动力学”理论等[15]理论模型,为国内研

究城乡协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内研究主要涉及城

乡协调发展的评价[16-19]、城乡关系影响因素分析[20-21]、
城乡发展路径等[22-23]方面。国内目前已有研究对于统

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从研究内容

上看,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城乡关系协调性的数

理分析及空间分析,对于转化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从

研究方法上看,不少学者都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对

城乡现状进行评价,但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侧重于经济

发展层面而忽视“人”和环境的重要性;从研究的空间尺

度来看,以全国和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的较多,研究单元

大多为地市,而以县为研究单元的研究则较少。基于

此,本文构建农村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框架,以
江苏省58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

析了江苏省农村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特征,
并针对两者耦合协调程度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

作为国家的先行发展区之一,江苏省的城乡发展

轨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江苏省的苏南地区对农村

发展探索较早,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内生发展

模式,而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则遵循传统的以城镇为

依托的外生发展模式[24],这使得江苏省经济发展的

梯度效应显著。因此,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

性,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江苏省地级市的主城区和下辖县为研究单

元,考虑到南京市为省会城市,其所辖十一个区中的六

合区、浦口区、高淳区和溧水区位置较为偏远,且为近年

撤县立区,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与中心城区相比

存在差异,因为作为单独的评价单元,最终确定全省共

58个评价单元。其中苏南指的是南京、无锡、苏州、常
州和镇江5市;苏中指的是扬州、泰州和南通3市;苏
北指的是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5市。

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涉及的土地数据来自江

苏省201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经济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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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2016年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垃圾处理比例和污水处理比例等来自江苏省村

镇建设统计报表,GIMMSNDVI数据来源于网络。
城镇化评价指标涉及的数据除土地数据是来自

江苏省201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以外,其余数

据全部来源于江苏省2016年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2 理论体系构建

1.2.1 农村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作用理论框架 囿

于城乡二元体制,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

间配置效率驱动下呈现由乡村单向流入城市。乡村

发展与城镇化在此过程中难以协调。近年来,中国城

镇化进程过半,城乡关系、人地关系、工农关系发生转

变,中国经过百年的转型与变迁,已经从乡土中国转

型为城乡中国[25]。在此背景下,生产要素在城乡之

间配置更为活跃,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互联互通愈加增

强,乡村发展与城镇化由对立局面逐渐转向协调共

生。具体而言,城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外援支撑[26],
农村发展为城镇化进程提供内源动力[27],两者相互

促进、良性互动构成循环系统,主要表现见图1。

图1 农村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作用框架

  农村的发展可以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其推动机

制主要体现在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向城镇转移。
首先,从人口城镇化来看,农村发展水平提高代表着

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农村发展因此

可为城镇化提供高质量劳动力。2019年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总量高达2.9亿,其中1.3
亿农民工年末居住在城镇,这些农村人口可以快速融

入城市并参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其次,
从土地城镇化来看,过去传统的征地方式有着诸多问

题[28],在快速城镇化时期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而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激发了农村土地活力,有效增强了城

市土地供给,为创新土地城镇化方式提供了基础[29]。
最后,从资本城镇化来看,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兴起使得农村由过去单一的

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变,城乡资本要素互动活

跃,在农村发展的同时提升了经济城镇化水平。
同时,城镇化可拉动农村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拉

动机制主要体现在促进就业、人才返乡、资金技术的

投入、公共服务共享等。首先,工业化总是伴随着城

镇化而发展,城镇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部分产业由

城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乡村,带动了村民

的就业,提升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比重[30],城乡收

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其次,城镇化虽导致农村人口流

失,大量耕地被撂荒,但是间接催生出了规模化经营

的生产模式,加速了农村土地流转,资金和技术的投

入降低了人工成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劳动生产

率[31]。另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城乡信息互动

更加频繁和高效,城乡交通往来更为便捷,为健全城

乡公共服务共享机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农村居

民可以享受到更为全面的公共服务,扭转了过去城乡

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的局面,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

活质量。最后,城乡功能的互补性决定了要素的流

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由于盲目追求速度而导致城市的

生态环境面貌遭受破坏[32],而农村良好的自然生态

环境弥补了城市自然景观风貌的缺失,乡村旅游渐渐

兴起,同时也激发了乡村环境保护的意识。
从城乡关系角度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就是

促使城乡实现统筹发展。虽然当前城乡统筹发展的

目标被抬升到了较高的高度,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

体制下长期单一城镇化导向,现阶段城乡总体上仍然

处于不协调、不平衡的状态,农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化

与城镇化滞后于农村发展的现象并存,要达到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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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互动状态需量化明确各地区城乡耦合协调发展

程度,进行分区分类,立足地方实际加以调控。

1.2.2 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人们需求

日益升级,农村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人居环境改善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逐渐凸显[33],因而本研究

综合物质基础、人居条件和生态环境3个方面构建农

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物质基础是经济保

障,用以反映居民的生计保障水平,除了常用于衡量

居民生活水平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尔

系数等指标外,还选取了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

值反映江苏省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城乡差距

上的区别。
人居环境主要反映居民的居住条件、基础设施配

置、公共服务水平等,本文选取了实行垃圾处理的村

庄占村庄总数比重等四项指标来进行评价。生态环

境重点考察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和污水处理、化肥使用

情况。物质基础、人居条件和生态环境指数共同反映

农村发展水平。具体见表1。
表1 农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决策层 目标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数据来源 方向 权重

农村

发展

水平

物质基础0.4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统计年鉴 + 0.33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支出 - 0.17
城乡生活差距程度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18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人口总量 + 0.2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 乡村非农业劳动力/乡村从业人员 + 0.10

人居条件0.32

实行垃圾处理村庄比重 江苏省村镇建设统计报表 + 0.21
乡村人均住房面积 农村宅基地面积/乡村人口数量 + 0.35
乡村人均用电量 乡村用电量/乡村人口数量 + 0.28
万人拥有的卫生机构床位数 统计年鉴 + 0.16

生态环境0.24
NDVI平均值 GIMMSNDVI数据 + 0.36
污水处理比例 江苏省村镇建设统计报表 + 0.30
化肥使用强度 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 - 0.34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农业土地转

变为非农业土地,农村经济转化为非农经济的过

程[34]。基于这一内涵,本文构建了城镇化评价指标

体系,包括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三

项指标,利用该指标体系对区域城镇化水平进行评

价。其中人口城镇化采用常住人口占用总人口的比

值,土地城镇化指标参考高金龙的计算方式[35],经济

城镇化选用人均GDP来表征。具体见表2。
表2 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决策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数据来源 方向 权重

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率 + 0.34

土地城镇化
城镇工矿用地与交通用地

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比值
+ 0.33

经济城镇化 人均GDP + 0.33

  在权重方面,本文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

相结合,使用 Goepel编写的BPMSG工具[36],由十

位专家通过工具操作共同确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体

系中各指标的权重,权重结果见表1和表2所示。由

于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多项指标,指标之间存在差异,
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对两个评价体系中的指标利用极

值法进行归一化处理。

1.3 研究方法

1.3.1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指一些变量在同

一个分布区的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空

间自相关可以分为全局自相关性和局部自相关性,
通过全局自相关性可以判断整个研究区的空间模

式,通常用全局 Moran指数进行计算,取值范围为

[-1,1]。当 Moran'sI=0时,表示空间不相关,且
随机分布;当 Moran'sI<0时,表示空间负相关,且
值越小,代表空间差异性越明显;当 Moran'sI>0
时,表示空间正相关,且值越大,代表空间相似性越明

显。其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I=
n∑

n

i=1
∑
n

j=1
wij(xi-x)(xj-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2

(1)

式中:x=
1
n∑

n

i=1
xi;j ¹i;n 为空间单元数目;xi为农村

发展水平x 在i区县的得分;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局部自相关反映局部地区与周边的空间关联,本

文采用空间热点探测(HotspotAnalysis)。Getis-
OrdG*

i 是用来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值(热点)和
低值(冷点)的空间聚类,可用空间可视化揭示热点区

和冷点区。其计算公式如下:

G*
i =∑

n

j=1
wij(d)xj/∑

n

j=1
xj (2)

对G*
i 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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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
i )=

G*
i -E(G*

i )

var(G*
i )

(3)

式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E(G*
i )和var(G*

i )分别

是G*
i 的期望值和方差。若Z(G*

i )>0,表示i区县

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为高值空间集聚,为热点

区;若Z(G*
i )<0,表示i区县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

低且为低值空间集聚,为冷点区。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至协调的现象。本文借

鉴廖重斌[37]提出的经济与环境协调的模型,构建农

村发展水平—城镇化耦合系统来研究农村发展水平

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C=
U×L

(U+L
2
)
2 (4)

式中:C 为耦合度;U 和L 分别为农村发展水平和城

镇化水平。C 介于[0,1]之间,数值越接近1,表明耦

合度越大,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越协调;数值

越接近0,表明耦合度越小,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

水平越不协调。
当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均较低时,测算出

的耦合度会较高,为了区分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城乡

协调水平的差异,引入耦合协调度进一步鉴别不同地

区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协调性水平。计算

公式如下:

    D= C×T (5)

    T=a×U+b×L (6)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C 为耦合度;T 为农村发展

水平和城镇化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a,b 为待定权

属,本文认为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具有同等重要

性,因此a,b 值取值相同,均设定为0.5。采用均匀

分布函数法[37],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
表3 耦合协调度的分类标准

协调度D 0~0.09 0.10~0.19 0.20~0.29 0.30~0.39 0.40~0.49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度D 0.50~0.59 0.6~0.69 0.70~0.79 0.80~0.89 0.9~1.00
协调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发展水平指数空间格局分析

通过指标体系计算农村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自

然断裂点法将其划分为低、较低、较高、高4个等级

(图2)。总体来看,江苏省农村发展水平指数基本按

照苏南—苏中—苏北由高到低呈梯级分布,平均值为

0.463,变异系数为0.27。其中,苏北地区大部分区县

位于低水平区,这表明农村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方式

密切相关,苏北地区是农业主产区,农村居民生产方

式主要以一产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农村居

住条件和苏南地区相比差距较大。高邮是苏中地区

唯一位于农村发展低水平区的区县,主要原因在于其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偏低,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和周

边区县相比较大,植被覆盖率较低。较高水平区主要

分布于长江沿岸以及苏南的丘陵地区和滨湖地区,自
然环境优美,紧邻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区位条

件优越,农村发展的基础较好。高水平区包括苏州市

域、江阴市和无锡市区,该区域同样也是江苏省经济

最发达的区域,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较高,部分地区甚

至打破城乡差别。进一步分析农村发展水平的空间

关联特征可知江苏各区县农村发展水平呈空间正相

关,且集聚特征十分明显(图3)。热点区包括常州市

区、无锡市区、江阴市、苏州市全域8个区县,全部分

布于苏南,冷点区仅有一个为泗阳县,这表明苏南地

区除自身农村发展水平较高以外,对周边地区农村发

展水平的提高有着带动作用,而苏北地区整体农村发

展水平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从冷热点的数量上分析,
苏南的高值辐射作用强于苏北的低值辐射作用,由于

这种辐射程度的差异,未来苏南地区的高值区会持续

增多,而苏北地区的低值区会越来越少,南北间的差

异将逐渐缩小。

图2 江苏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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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江苏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冷热点分布

2.2 城镇化水平指数空间格局分析

江苏省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主要介于0.07~0.90,
均值为0.38,变异系数为0.57,有34个区县低于平均

值,不均衡性比较明显(图4)。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将

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低、较低、较高、高4个等级,城镇

化高水平区县全部位于长江以南地区,低水平区县全

部位于长江以北地区,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区县在苏

北、苏中、苏南均有分布。苏南地区由于过去乡镇企

业发展迅速,使得小城镇以此为依托得到较快的发

展,城镇化水平因此提升。句容市为长江以南地区唯

一一个城镇化处于较低水平的区县,主要原因在于句

容市自身面积比较小,发展空间有限,地理位置靠近

省会南京,人口的流动性强。长江以北地区城镇化处

于较高水平的区县均为市区,因为市区对周边地区的

人口“虹吸效应”显著,常住人口较多,人口城镇化水

平较高,而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有带动作用,市
区同时也是区域的经济中心,三者共同带动了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区域则无规

则地穿插分布于长江以北地区。进一步分析江苏省

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全局和局部的空间关联特征可知,
各区县城镇化水平呈空间正相关,集聚特征比较明显

(图5)。热点区全部位于苏南地区,包括苏州市区、
无锡市区、常州市区、昆山市和常熟市5个区县,城镇

化高水平区集中分布于这5个区及其周边区域,冷点

区全部位于苏北,包括沭阳县、涟水县、阜宁县3个区

县,冷点区及其周边区域形成了城镇化低水平的聚集

区。从冷热点的数量上分析,苏南的高值辐射作用略

强于苏北的低值辐射作用。

图4 江苏省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 图5 江苏省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冷热点分布

2.3 耦合协调关系空间特征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江苏省县域农村

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对应协调等

级表,将江苏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的耦合

协调程度划分为6个等级(图6)。可以发现江苏省

县域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上比较协

调,耦合协调度介于0.38~0.89,平均水平为0.63。
最低值为丰县,最高值为昆山,耦合协调度大致呈现

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比较明显。良好

协调区县全部位于长江以南地区,同时也是农村发

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高水平或较高水平区,早期的

“苏南模式”使得该区域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中

级协调区全部位于苏南和沿江地带,沿江地区自古

以来便是城市兴起、人口集聚和经济繁荣之地,城乡

之间交流较为频繁,相互作用的机制比较健全。初级

协调和勉强协调的区县交叉分布于苏中及苏北地区。
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全部位于苏北地区,其中轻度

失调区县为丰县和雎宁县,这两个区县的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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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都处于低水平区,但丰县和雎宁

县的农村发展水平指数都远高于其城镇化水平指

数,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县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条

件都比较成熟,产能较高,但是生产结构比较单一,
而城市发展缺乏活力,对人口的吸引力不足,导致两

县出现低水平不协调情况。

2.4 耦合协调分类调控

基于江苏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

计算结果,进一步识别阻碍各区县农村发展水平与城

镇化水平耦合协调性提升的限制因素,将58个区县

划分为双滞后型、农村发展滞后型、城镇化滞后型和

协调型4种类型(图7)。

图6 江苏省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图7 江苏省县域农村发展与城镇化滞后类型分布

  (1)双滞后型为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均

低于全省平均值的区县,该类型区县数量较多,占据

总数的50%,集中分布于苏中和苏北地区,同时还包

括苏南的句容市。双滞后型区县要扭转城镇化和农

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关键在于加强城乡互动,建立起

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以城带乡、以乡促城,
城乡发展共同推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围绕人、地、钱、业打好政策组合拳构建城乡要素的合

理流动机制,避免乡村资源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无节制

转移;优化城乡空间,以中心城市为龙头,构建城、镇、
村联动的城乡体系,打造若干不同级别的经济中心,
发挥其辐射作用,形成城乡全覆盖的发展网络;编制

和实施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对
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

通盘考虑;以苏北农村住房改造、精准扶贫等政策为

契机,改善农村住房条件,完善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设施,打造宜居村庄。
(2)农村发展滞后型包括徐州市区、连云港市区

和扬州市区,该类型区县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城区或城

郊区,为该片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对周边农

村地区的辐射较强,乡村土地资源和建设主体大量向

城市转移,导致城乡失衡。未来应通过乡村发展要素

重构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乡村价值,同时发

挥位于城市周边的区位优势,形成城市反哺农村的

“涓滴效应”。建议搭建农村创新创业平台,针对村民

实际需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村民的从业技能,
健全物质与精神双重鼓励机制吸引人才回乡,并为其

融通创业渠道;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自然景观优

势、矿产资源优势等,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
度挖掘传统文化内涵,提升村庄独特性;通过税收减

免、资金补助、简化审批程序、地租优惠等鼓励政策吸

引来自城市的产业转移,带动本地就业;适应城市的

消费升级,靶向供应城市所需的工业生产服务、乡村

休闲旅游服务和养老服务等;加强城乡社区的有效衔

接,建立城乡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和社区协同共治

机制,构建城乡生活共同体。
(3)城镇化滞后型包括海安县、如皋市等七区

县,全部位于苏中地区,该类型区县靠近长三角的核

心城市,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苏南、上海、杭州

等区域,同时自身的人口流失也较为严重,人口聚集

效应弱。该类型区县应结合自身实际,走特色城镇化

道路,提升中心城市对周边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以点带面,形成集聚效应;加强地区人才引进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吸引优质人才参与城镇建设,对于进城

入镇的农村转移人口,为其提供住房、教育、就业、社
保等保障措施,享受市民同等待遇;重点发展主导产

业,以主导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以产兴

城;促进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三方

面协调发展,城市要从盲目扩张的速度型城镇化向注

重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型城镇化转变;发挥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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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同苏南和苏北地区的交流及合作,承南启北。
(4)协调型为农村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均

高于江苏省平均水平的区县,全省共有20个区县属

于协调型,大部分位于苏南地区,此外还包括泰州市

区和南通市区,协调型区县受“苏南模式”的影响,走
农村工业化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就地非农

化,同时乡村充分接收城市的经济辐射,城乡一体化

程度比较高,城与乡之间互相带动彼此发展,形成了

良性循环。该类型区县可发挥地区优势,由政府牵

头,打破行政界线,与周边地区共同构建区域经济发

展共同体,与双滞后地区开展对口帮扶,优势互补,经
验互鉴,带动其他地区的城乡发展;重点整合小城镇

空间布局,引导空间聚集,实现小城镇组团式发展,提
升小城镇的经济活力,充分发挥其在城乡交往中的纽

带作用;引导城乡由空间扩张与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

模式逐渐向可持续的新型发展模式转变,坚持生态保

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缓解城乡空间用地冲突;发
扬创新精神,在体制机制、产业转型、土地利用、调控

手段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实现城乡融合的新路

径,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3 结 论

(1)江苏省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空间聚

集特征明显。农村发展水平基本按照苏南—苏中—
苏北由高到低呈梯度分布,各区县农村发展水平呈空

间正相关,且集聚特征十分明显,热点区全部位于苏

南,冷点区仅有一个为泗阳县,表明苏南地区的农村

发展水平较高且对周边地区起着带动作用,而苏北地

区整体的农村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的提升;城镇化水

平各县区差距较大,不均衡性及聚集性比较明显,其
中苏南的城镇化高值辐射作用略强于苏北的城镇化

低值辐射作用。
(2)江苏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耦合协调

度大致呈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比较明

显。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发现,农村发展水平与城

镇化协调度良好县域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苏中地区

整体上耦合程度较为协调,具有明显的以市区为核心逐

层向外递减。苏北地区只有市区呈初级协调,其余县域

较多为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只有丰县和雎宁县。
(3)基于农村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

度,可将江苏省58个区县分为双滞后型、农村发展滞

后型、城镇化滞后型和协调型4类,并以此提出针对

性的调控策略。双滞后型地区关键在于加强城乡互

动,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农村发展滞后型地区重点在

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同时发挥区位优势,加强同

城市的联系;城镇化滞后型地区应走特色城镇化道

路,实现产城融合;协调型地区要加强发展的可持续

性,发挥地区优势带动其他区县发展,开展先行先试

探索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城乡中国背景下亟需关注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

耦合协调程度。农村的发展可以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其推动机制主要体现为农村各要素向城镇转移,城镇化

可拉动农村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拉动机制主要体现在促

进就业、人才返乡、资金技术的投入、公共服务共享等,
两者可构成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系统。本文

在农村发展和城镇化耦合协调程度判别及其分类调控

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

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指标体系还不够完

善,例如农村居民幸福感指数等精神层面的指标也是

农村发展水平的表征,但由于农村地区统计数据相对

匮乏,今后应拓宽数据收集的渠道,完善指标体系。
本文对农村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分析,提出了

调控策略,为城乡协同治理奠定了基础,但仅通过一

期数据揭示了江苏的城乡耦合协调格局,未来应进一

步加强格局的形成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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